
“教育是否可以缓解收入不平等”讲座信息 

 

2018 年 10 月 16 日，北京师范大学的杨娟教授在北大经济学院做“教育是否可以缓解收

入不平等”的主题讲座。根据近几年的文献，通过研究提出和回答了教育经济学中的四个热

点问题：第一，父母与子女的能力是否存在代际转移的因果关系。即提高父母的受教育程度，

一定会增加子女的受教育年限吗？第二，增加公共教育经费，是否可以缓解教育的代际相关

性。第三，什么样的公共政策更有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第四，教育扩张是否可以缓解收入

差距，增强代际流动性。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为教育普及或扩张政策、增加公共教育经费政

策、其他旨在促进教育公平的政策以及家庭的教育决策提供理论和经验数据支持。 

主题一：家庭背景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因果影响 

在指标选择上，采用父母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职业及其他因素（如健康、种族）来

衡量家庭背景，而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衡量一般采用教育年限、是否完成义务教育或是否接

受高等教育、留级和分数等指标进行刻画。 

在研究方法上，为了进一步区分儿童的表现是受先天的遗传基因还是后天的家庭环境所

影响，目前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种方法进行考察：第一种是固定效应法（双胞胎法）——通过

对双胞胎子女的研究来考察养育方法的影响（Behrman 和 Rosenzwelg，2002；Antonovics 和

Goldberger，2005；Bingley 等，2009），主要的不足在于不能区分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

同时将双胞胎之间的差别都归因于双胞胎之间的教育程度差别，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差异；

第二种是领养数据——研究领养父母对子女教育程度的影响（Dearden 等，1997；Plug，2004），

该方法主要的问题是领养父母对孩子的选择不是随机的，学历高、条件好的父母更有可能挑

选一些“优质”的孩子，从而使估计值产生更大的偏差，且该数据库的样本较小，不具有全国

代表性；第三种是工具变量法——选取义务教育法等全国性政策作为工具变量纠正父母教育

与子女教育之间的内生性（Black 等，2005；Oreopoulos 等，2006），其局限性主要有工具变

量的外生性难以保证，同时工具变量只对受影响群体有作用，可能存在 Local Average Effect 

(LATE)的问题。 

在研究结论上，工具变量法研究发现，与父母的教育相比，母亲的教育对子女的受教育

程度的影响更重要，而双胞胎法或领养法则认为父亲的教育更重要。研究该主题的文献之所

以尚未得出确定性结论的原因有二，其一是文献的数据来源不同（不同国家、不同时间），

其二是研究所用的识别方法不同。 

国内学者对该主题的研究，主要包括双胞胎数据（Zhang 和 Rosenzweig，2009）、学制

——五年/六年的小学教育的差异、土改——1952 年富农和地主的土地被没收对其子女教育

和工作的影响（佐藤宏、李实，2008）、义务教育法、文化大革命——城乡差异性和高速扩

张的政策的影响（杨娟、何婷婷，2015）等具体内容。 



主题二：增加公共教育经费与缓解教育的代际相关性 

在理论框架上，假设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反映出能力资本或文化资本，同时家庭收入反映

出财富资本。家庭背景对子女上高中的决定的影响可以表示为：Hi
c = f(Pi, Ei|Gki)，其中Pi代

表个体的家庭背景，E是其他外生变量或者个人特征，Gki为区县k在时期j的公共教育经费。

假定家庭背景和其他外在因素与子女教育程度是线性相关的，不可观测的残差变量服从正态

分布，上式可以通过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进而得到Hi
c = α + γPi + ηEi + εi，其中参数γ为

家庭背景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这里的家庭背景包括父母的收入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 

在实证分析上，采用分层线性模型（HLM），解决了传统估计方式不能将多种层面的数

据集合到一个模型进行分析的问题（例如重点校区存在同伴效应、教育资源投放的不平衡、

家庭和社区层面的差异性）。具体的研究模型分为两个层面： 

第一层面是𝐻𝑖𝑗 = 𝛽0𝑗 + 𝛽1𝑗𝑋 + 𝑒𝑖𝑗，主要探究家庭特征（X）对孩子高中参与率的影响； 

第二层面是𝛽0𝑗 = 𝛾00 + 𝛾01𝑄𝑗 + 𝑢0𝑗，𝛽1𝑗 = 𝛾10 + 𝛾11𝑄𝑗 + 𝑢1𝑗，研究了社区特征（Q）对

孩子高中参与率的影响。 

在研究思考上，公共教育经费的投入存在不合理问题，目前教育经费可分为基建经费、



别代表子女就读高中和大学所能够获得的政府补贴的数量，二者可以是家庭收入、学费、甚

至是子女能力的函数。 

在政策模拟上（教育经费占 GDP3%→3.15%），主要分为了四种情况：不改变其他经

费分配策略，将增加的经费全部投入到义务教育中；将增加的经费全部投入到义务教育，

且全部分配给贫困家庭；将增加的经费全部投入到高中阶段教育，且全部分分配给贫困家

庭；将增加的经费全部投入到高等教育阶段，且全部分配给贫困家庭。 

在研究结论上，杨教授提出：第一，收人不平等和代际收入相关性会随着大学入学率的

不断增加呈现倒Ｕ型关系，即先增加后减小，但总体而言高校扩招政策对于代际收人的不平

等与代际间收人的相关性影响不大。第二，随着义务教育公共支出在教育总支出比例的增大，

即便公共教育总支出维持不变，收入在代际内的对数标准差和在代际间的相关系数呈现出下

降的趋势。因为加大对义务教育阶段的政府补贴力度有助于减轻父母在子女早期教育时的预

算约束，有益于低收人家庭子女早期的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增加其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

适当增加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共支出比例也可以成为缩小收人差距的有效方法。  

在研究思考上，可能引起代际持续性的原因主要有，不同收入父母对不同能力孩子的教

育投资



在研究结论上，文章提出收入不平等在 2013 年有所增加，高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不平

等增长更为显着；教育扩张对收入不平等的结构效应是负向的，当平均教育年限增加一年时，

20 岁和 80 岁之间的收入差距将减少 1.2％，换句话说，教育扩张通过允许广泛的个人上大

学来减少收入不平等。然而，这种影响被价格效应所抵消，价格效应是正向的，而且幅度更

大。平均教育增加一年将使收入差距增加 29％，这意味着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长速度

快于供给，从而导致高等教育回报的增加。 

在研究思考上，政府是否需要对高收入者进行更高的税收，目前的税收方式是否兼具了

效率与公平；再者，高收入者的收入来源，主要是资本带来的收入，而非劳动力，如何用理

论模型来进行衡量。 

收入是否平等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运行是否稳定的重要指标。收入不平等可以从横向和

纵向两方面进行度量。横向不平等代表了收入或教育在同一代人内的差距，而纵向不平等则

指收入或教育水平在代际间的流动性。教育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缓解收入不平等最重要的因

素，然后随着教育的不断扩张，收入差距和代际流动性固化却不断恶化。杨教授以自己的研

究为例，从多个角度进一步阐明了这个问题。 

 

                                      （北大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余爽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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